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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赋予超验价值更为重要的地位， 并以超验价值的

形成与制度化作为其比较文明研究的基础。 和雅斯贝斯一样，沃格林深

受韦伯的影响。 沃格林理论的出发点也与韦伯颇为相似。 不过，韦伯所

津津乐道的新教理性主义在沃格林看来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灵知主义。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韦伯关于儒教与传统中国

文化的理论无疑构成其宗教

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

韦伯的理论可能有诸多视角，

其中一个颇为有趣的视角是

将韦伯和受他影响的几位著

名德裔思想家的观点放在一

起比较。 这种比较或可对我们

理解韦伯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有所启迪。

强调“紧张状态”

中文学界在讨论韦伯的

宗教社会学时，较多关注韦伯

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的论述，争论儒家文化是否

也包含某种功能趋同的伦理。

不过，为了全面理解韦伯

的宗教社会学，特别是理解韦

伯对传统中国文化所包含的

经济伦理的分析，最好的方法

是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和他在十多年后写

作的《儒教与道教》以及《世界

各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其他部

分结合起来阅读。 按照韦伯自

己的解释 ，《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所集中讨论的是经

由对世界的伦理态度所驱动

的职业伦理问题 ，而 《世界各

宗教的经济伦理》则是从更广

阔的角度比较不同世界性宗

教的经济伦理。

《儒教与道教》作为《世界

各宗教的经济伦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代表了韦伯成熟时期

的宗教社会学理念。 韦伯首先

以 “社会学基础 ”为标题颇为

全面地分析了传统中国的政

治 、社会与经济结构 ，然后剖

析了儒教与道教的基本伦理

倾向。 最后，他以比较方式专

章分析“儒教与清教”。

在这一章中，韦伯阐释了

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中贯穿

始终的一个核心理念：即如何

处理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

关系展示了不同宗教理性化

程度的差异。 他将之划分为三

种类型 ：适应世界型 ，逃避世

界型，以及克服世界型。

按照韦伯的分析，传统中

国文化， 尤其是儒家文化，不

包含任何超验价值。 “在中国

从未出现过与 ‘现世 ’的紧张

对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超世

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做过

伦理的预言。 ”“在儒教的伦理

中，看不到存在于自然与神之

间 、 伦理要求与人的缺点之

间 、 罪恶意识与救赎需要之

间、尘世的行为与彼世报答之

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现实

之间的任何紧张感。 ”正因为

儒教“如此彻底地消除了此世

与个人的超世规定之间所存

在的悲观主义紧张性”， 韦伯

才断言儒教“将与此一世界的

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 ”。

在这个意义上，儒教的宗旨是

“适应外部世界 ，适应 ‘世界 ’

的条件”， 而不是按照某种超

验价值去改造世界。

与儒教形成最鲜明对比

的是清教。 按照韦伯的观点，

基督教本身包含的超验价值

在新教改革后得到强化。 “禁

欲主义的基督新教通过种种

迹象表明，它已达到了最后阶

段。 从它所显示的大多数特点

看来，它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摈

除。 就连在已纯化的圣礼与象

征仪式里，巫术也原则上被根

除了。 ”惟其如此，“清教伦理

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

与儒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

照。 如果说儒教对世上万物采

取一种随和态度的话，那么清

教伦理则与 ‘世界 ’处在一种

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

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 （伦理

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

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

非理性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清教与儒教的对比构成

评价儒教以及广泛意义上的

中国文化的基础。 由于儒教中

不包含超验价值，缺乏超验价

值与此世的紧张性，儒教影响

下的中国文化展示出独特的

伦理取向。

首先， 根据韦伯的分析，

儒教没有原罪的观念，儒教徒

的人生目标是“此世的福、禄、

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 儒教

徒 “就像真正的古希腊人一

样，他们没有超越尘世寄托的

伦理，没有介于超俗世上帝所

托使命与尘世肉体之间的紧

张性，没有追求死后天堂的取

向， 也没有恶根性的观念，凡

能遵从诫命者———这是一般

人能力所能及的———就能免

于罪过”。 其次，儒教缺少超验

价值，对现世的态度是适应世

界 ，“适应外部世界 ，适应 ‘世

界’的条件”。

“挑战 ” 西方中心

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韦伯

的影响， 卡尔·雅斯贝斯的历

史哲学赋予超验价值更为重

要的地位，并以超验价值的形

成与制度化作为其比较文明

研究的基础。 所不同的是，雅

斯贝斯并不像韦伯那样具有

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他试

图突破将耶稣基督降临作为

世界历史轴心的传统基督教

理念，而将轴心时期扩展到中

国、印度等文明。

雅斯贝斯历史哲学的最

重要贡献是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阐释了 “轴心时期文明”

的概念。 他在《论历史的起源

与目标》中将公元前 800 年到

公元前 200 年这个阶段称为

“轴心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

国 、印度 、伊朗 、巴勒斯坦 、希

腊等文明出现了伟大的哲学

家或先知，从而突破并超越了

原始文化，发生了终极关怀的

觉醒 。 这些民族因此便成为

“轴心民族”。 “正是这些民族，

他们在与自身过去的连续性

中完成突变，在此突变中仿佛

再生并通过它建立人的精神

本质及其真正的历史 ： 中国

人 、印度人 、伊朗人 、犹太人 、

希腊人。 ”

根据雅斯贝斯的分析，轴

心时代革命是人类历史中的

决定性时刻。 在轴心时代革命

之后便形成几个大的“轴心民

族”，其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而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

文明 ， 则难以摆脱灭绝的命

运。 “成千上万的古老高度文

化随着轴心时代而终止，轴心

时代同化它们， 接受它们，让

它们沉没，是同一民族承受新

事物也好，是其他民族也罢。 ”

雅斯贝斯在阐释轴心时

期文明的特征时，强调精神突

破的重要性。 他多次使用超验

（transcendence）这一词汇描述

轴心时期发生的最大变化。 艾

森斯塔德对雅斯贝斯的这一

理论内涵有清晰的理解。 他在

分析轴心时期文明的概念时，

将轴心时期文明精要地概括

为 ，“在超验秩序和现世秩序

之间的基本紧张开始显现，并

被概念化与制度化”。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期

文明的概念尽管引发了不少

争议 ，但毋庸置疑的是 ，自雅

斯贝斯以来，关于轴心时期文

明的概念一直是比较历史研

究和比较宗教研究领域一个

十分重要的概念。 一些重要的

社会理论家和比较文化研究

学者试图利用、拓展这一概念

作为比较文化研究中的理论

框架。 在此，我们可以举出著

名汉学家史华慈关于轴心时

期文明的创造性研究，艾森斯

塔德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对

轴心时期文明的研究，以及罗

伯特·贝拉的研究。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期

文明的概念被不少人描述为

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

文化理念的代表。 其实，尽管

雅斯贝斯承认若干文明实现

了轴心时期文明革命， 但是，

在这些实现了轴心时期革命

的文明之间，还是有等级的区

分。 正如有的学者注意到的那

样，“虽然雅斯贝斯拒绝‘欧洲

的傲慢’， 但他还是用一个统

一的理性尺度来评价所有的

文化与社会 。 ……在这样的

‘轴心突破’ 思想指导下的历

史分析或文明分析，必然会更

多地在意它们的分析对象是

否达致突破，而不会太在意个

三位德裔思想家眼中的超验价值
（上接 13 版）

如果没有苦苦的寻觅，这样的

“偶然”是不会出现的。

先生的手稿堪称艺术品 ，

秀丽工整的楷书，一笔一画，清

清楚楚。修改过的地方，用稿纸

剪接，绝没有涂抹的痕迹。先生

说这样是为了让编辑和排字师

傅看得清楚， 实际上也反映了

他的严谨作风。 先生的认真有

时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他

一生的作品都是用繁体字写成

的。先生认为：搞古代史的学问

必须尊重历史， 它原来是什么

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有许多古

代专用字词， 是简化字不可取

代的。 如皇后的“后”和後来的

“後”，在简化字中是一个“后”

字， 但在古文中这两个字是不

可通用的。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

说，他坚持用繁体字写作，终生

不改。

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是读

书。我毕业留校给他做助手，每

个星期日都去城里书店买书 。

先生的兴趣极为广泛， 新版古

籍、学术专著、名人传记、古典

文学、民国轶事、文物考古、书

法字画，他都尽量搜集。每次我

买回书来， 他都要问：“还有什

么好书？ ”通过给先生买书，我

又向先生学到了许多知识。 后

来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研究

生， 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给我

写的最后一封信里， 还托我代

购新出版的《艺苑掇英》，并嘱

咐我“勤学勿怠”。 我还没来得

及将书寄出， 便传来先生去世

的消息，真是令人痛心。

先生回顾他一生走过的

路，自认为是幸运的。 他的《魏

晋南北朝史》《北周六典》《北周

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 都已

见书，《隋唐五代史》 和论文集

《鹊华山馆丛稿》 也已交付出

版。 他说： 太炎先生有几位高

足， 学问都很好， 可惜命运多

舛， 还没来得及将学问总结出

来就弃世而去，留下诸多遗憾。

先生认为自己虽然年轻时历尽

坎坷，但一直不改初衷，终于在

晚年看到了成果。相比之下，现

在的青年读书的条件要好多

了。他勉励我不要怕吃苦，不要

怕寂寞，不要见异思迁，要用功

不懈。 30 多年来，我是照先生

的话去做的，虽然因工作关系，

改为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 但

先生教授的治学方法， 我把它

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 。

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理念， 一直

是我从事研究的指导思想。 我

希望自己的成果也经得起时间

的检验， 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和

培养， 以学术上的成就作为对

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历

史系教授）

■

纪念|学林

邗

隰（下转 15 版）


